
书评

拓跋鲜卑早期史研究的新创获
———读田余庆著《拓跋史探》

曹 文 柱 , 刘小 平

　　《拓跋史探》(北京三联书店 2003年 3 月版)

是田余庆先生近年来对拓跋史研究成果的一部结

集。文集共收录了六篇论文 , 一篇笔谈及两篇附

录。围绕拓跋鲜卑部在中古史上的定位以及相关

问题 , 作者以全新的视角重新梳理了拓跋鲜卑的

早期史 ,厘清了一些历史谜团 ,并进而指出:“拓跋

部百余年来滋生 、繁息于代北 ,没有远距离迁徙 ,

没有太多参与北方混争 ,获得了发育和完善自己

的稳定环境 ,终于乘时崛起 ,走出代北 , 担当了结

束十六国的历史任务 , 在下启隋唐之局的进程中

实际上起着决定作用。”(《拓跋史探》第 2页 , 以下

凡引此书 ,只标注页码)这一见解是作者对北魏开

国史的重新定位 , 也是作者在本书中花费很大心

血探讨的主题之一。读罢全书 , 不但使我们对拓

跋史的认识上了一层新的台阶 , 而且还能够从作

者独特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研究方法中得到启发。

可以说 , 《拓跋史探》是一部高水准的学术著作 ,值

得一读。

一

本书新意迭出 ,创获颇多 , 限于篇幅 , 这里仅

就给人印象最深的两处内容作一评述。

“子贵母死”是北魏王朝实行过的一种奇特制

度 ,即每当后宫产子将为储贰时 , 其母皆赐死。

“子贵母死”之制自道武帝时始行到宣武帝时废

止 , 前后绵延百年 ,几乎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历史。

对于这一个案 , 历代皆有学者进行研究 ,近年来又

有不少成果问世。但限于史料和研究方法 ,一些

问题仍未能解决。例如关于此制的来源 ,仅据今

本《魏书》 ,就分别有《太宗纪》“师法汉典”和《皇后

传》出于拓跋旧制二说。孰是孰非 , 至今没有定

论。①显然 ,在现有学术积累上 ,如果要有所突破 ,

则必须在研究过程中转换视角和思路 , 重新审视

史料。《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》

(以下简称《子贵母死》)一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 ,

由北魏道武帝实施“子贵母死”制度入手 ,追溯来

龙去脉 ,从而揭示出隐藏在制度表象背后的深层

背景:道武帝时代拓跋人处于一种“出自结绳 , 未

师典诰”的落后文化状态 , 因此 , 将师法汉武视为

立子杀母认识来源的依据不足 , 只不过在道武赐

死嗣子之母刘皇后后 ,子贵母死被后世效仿 ,才逐

渐相沿成制。数代之后 ,这一制度自然成为故事

旧法。所谓旧法是指道武帝之法而言的。道武帝

为何要实施如此残酷的措施呢? 田先生经过考察

发现 ,这涉及拓跋部早期历史的重大问题 ,即在君

位传承过程中母家后族所起的作用。依拓跋旧

制 ,在联盟核心中的“七族”“十姓”之间有着“百世

通婚”之俗 ,故而拓跋王室择偶对象历来取之于这

些族外部落。由于这些母家后族的实力 ,往往与

拓跋本部难分伯仲 , 因而在关乎联盟最高权力问

题上 ,他们从来不甘寂寞。此类婚姻关系不但符

合婚家部族利益 , 而且对于维系和巩固联盟也有

着重要意义 , 故能长期存在下去。它的影响曾绵

延于神元帝力微死后的一个多世纪。当时君位传

承无序 ,位次错乱 ,嫡庶兄弟之间的君位争夺异常

激烈。皇后、母后为护持自己的子嗣 ,积极介入君

① 对于旧制说 ,清人赵翼早就指出:“遍检《魏书》 , 道武以前实无此例 , 而《传》何以云魏故事耶? 《北史》亦同此

误。”(《廿二史札记》卷 13)《魏齐周隋书并北史》“魏书纪传互异处”条(王树民校证 ,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, 264

页),近人吕思勉也认为:“魏自道武以前安有建储之事? 果系故事 , 道武但云上遵祖制可矣 , 何必远征汉武?

《后传》之说甚为诬罔 , 不辩自明。”(《两晋南北朝史》第八章第二节《拓跋氏坐大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,

350—351 页)周一良虽然未反对旧制说 , 但又提出不少疑问:“拓跋氏入中原前之旧制 ,凡其子立太子者 ,母妃先

赐死 ,至孝文帝母犹因而被杀。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未闻有此风俗 ,且游牧部落亦不如封建王朝之易于发生母

后专权之例 ,其来源尚待研究。”(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》 ,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, 378—381 页)对于汉典说 , 否定者也

不少 ,李凭的意见十分具有代表性。他用大量事例论证 , 道武帝引汉武帝立昭帝杀钩弋夫人一事 , 颇为牵强

(《北魏平城时代》第三章 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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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争夺 ,成为这一时期十分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。

君权不张 , 使得后妃在维系整个拓跋部落联盟关

系中具有不寻常的作用。后妃部族的强弱兴衰不

仅关乎拓跋君长在联盟中的统治地位 , 而且影响

整个联盟的统治秩序。通过稽考道武帝以前几位

后妃事迹 ,作者指出《魏书·皇后传》中所列的神元

以来诸后 ,皆有部族背景。仅举道武帝本人为例 ,

其母族贺兰部、妻族独孤部 ,都对道武的君位和帝

业产生过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在拓跋部长期存在着

母强子立的传统。道武帝通过长期的历练 ,逐渐

明白靠这种传统 , 是不可能建立超越联盟统帅的

专制君权的。要加强权力集中 , 就必须采取措施

削弱乃至剥夺母后及其部族干预拓跋事务的权

力。这就是“子贵母死”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。

“子贵母死 , 一个目的是清除帝母与政的可

能” , “另一个目的是不使外家为乱 ,这一点只靠赐

死帝母还不够 , 还须尽可能削弱外家部落 ,直到消

灭其作为部落的存在” 88 。道武帝为此对强大的

外家采取了兼具军事 、政治、社会内涵的离散部落

方式。此前 ,史学界从没有人把“子贵母死”和“离

散部落”两件事联系起来。是田先生发现两件事

之间不但有联系 ,而且“前一事实质上是后一事的

延伸 ,都是为了巩固拓跋帝业 ,使帝业得到可靠的

传承” 103 。道武帝在战争中度过了创业的十二年。

他的主要对手 , 除叔父窟咄外 ,几乎都是与拓跋世

婚的外家部族 , 特别是与之关系最密切的贺兰部、

独孤部。战争的过程 , 既是道武帝伸张君权扩展

领地的过程 , 又是离散部落的过程。因为涉及各

部落及部落大人的权势和利益 , 所以不可能一蹴

而就 ,而是一个激烈复杂的过程。在《贺兰部落离

散问题》(以下简称《贺兰部》)和《独孤部落离散问

题》(以下简称《独孤部》)两文中 ,作者通过个案研

究的方式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认识。

与拓跋部之间复杂的婚姻和政治关系 , 决定

了贺兰部在道武帝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

作用。前期它是重要的助手 , 后期则成为纠缠不

清的敌手。《贺兰部》指出 ,从登国元年(386)即代

王位起 ,道武帝一系列的政治 、军事做法都对贺兰

部有着针对性。道武或靠自己之力 , 或借他人之

手 ,将贺兰绝大多数部落强制离散。在离散过程

中充满了激烈斗争 , 离散之后 , 事端也仍不断发

生。天赐六年(409)六月 , 道武帝被其子清河王害

死。清河王为乱的直接原因是其母贺夫人为道武

所杀 ,而贺夫人即出自贺兰部。道武帝死亡前后 ,

宫内事变不断 , 所牵涉多与贺兰部有关。这些都

是道武离散部落后 , 贺兰部的一种自我保护和不

成功的反抗。清河王事件后 , 贺兰部渐趋消失。

同样 , 独孤部落的离散也是个复杂的过程。

《独孤部》分析了对独孤部的三次大规模离散。与

贺兰部不同 ,独孤部落被离散后 ,基本上远离了同

拓跋部的权力争斗 , 甚至刘皇后赐死后 ,也未见独

孤部有何动作。较稳定的环境有利于其自身的繁

衍生息 ,故独孤部后世人物远盛于贺兰部。

道武帝从巩固帝国和君权的需要出发 , 认为

扼制外家部落必须与扼制母后本人同时进行。因

此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制度二者内蕴相通 ,都导

源于拓跋历史上外家与后妃结合所形成的母强立

子之局。46 —47随着道武帝的成功 , 尤其是外家部落

已被离散 , 按说子贵母死制度也应随之退出历史

舞台。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 , 子贵母死制度

仍延续了百余年。作者在考察子贵母死制度演变

史之后指出 ,这一制度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 ,由于

缺乏具体规则的指导 ,经常处于变化中 ,直到冯太

后时才完全制度化。冯太后正是利用子贵母死之

制 , 在宫廷争斗中消除对手 , 从而达到权力顶峰

的。然子贵母死性质发生变化 , 已逐渐成为北魏

后宫互相倾轧的工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 ,此制又

使得北魏皇室后继乏人 , 到胡太后上台 ,子贵母死

之制才寿终正寝。可以说 ,经过田先生的条理 ,这

一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终于有了更为合理的

解释。

《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》(以下简

称《共生关系》)是一篇长文。作者以《魏书·序纪》

史实为基本线索 ,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①, 全面

而深入地探讨了拓跋、乌桓两族 , 相互接触 、发展

过程的相关问题。全文十一小节 , 既各自独立成

说 ,又互为关联。田先生首先考察了公元 295年

拓跋部分为东 、中 、西三部后 , 所处的地理环境和

部族关系。认为各部的不同特点 , 正是与乌桓互

动的反映 ,即东部地区乌桓势力占优 ,中部地区二

族互相交错、长期共存 , 西部地区拓跋力量最强 ,

为其根本之地。在这种大背景下 , 拓跋部经历了

平文帝以来近十年的政治纷争 , 各种力量纷纷介

入代北事务 ,形成以祁后及其诸子为一方 ,平文帝

及其诸子为一方的两股势力。以后 ,惠帝、炀帝徙

① 如唐长孺《魏晋杂胡考》(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 , 三联书店 1955 年版);马长寿《乌桓与鲜卑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

1962年版);黄烈《乌桓和东部鲜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》(《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》第四章 , 人民出版社 1987

年版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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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东木根山 、遁走大宁、引宇文部为援、逃入慕容

部等事迹背后 , 都与乌桓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。

作者还从不同的侧面 、不同的视角 ,全面地解析了

一系列诡谲隐秘的历史事件 , 进而指出:祁后出于

乌桓之说虽非定论 , 但有着东方部族背景则是不

争的事实131;大宁护乌桓校尉总绾代谷 , 是晋廷想

利用乌桓钳制拓跋 , 但乌桓、拓跋两个部族在相对

封闭的代北地区共处 、互动 ,反而使得乌桓融入了

拓跋 ,在经历了盛乐时期的跌宕起伏之后 ,最终孕

育出拓跋北魏王朝137 。在《共生关系》一文的最

后 ,作者就拓跋与代北乌桓的共生关系进行了概

括:自东汉以来的北方诸部族在游牧迁徙的过程

中 ,随着环境的变化 ,各部族既不断相互组合 ,又

有相互的分离 ,出现民族发展的趋同与趋异。趋

同与趋异并存 ,但融合是总的趋势。拓跋与乌桓

自魏晋以来的共生 , 是由于在代北地区(指阴山以

南、陉岭以北、上谷以西 、黄河以东的草原丘陵地

带)自然环境相对封闭 , 对外交往有限 , 加之汉族

和汉文化不起或暂时不起主导作用而造成的两族

趋同。只是在这一过程中拓跋居于主导地位 ,然

而正是如此 ,才孕育出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新兴拓

跋部。《共生关系》一文不仅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

梳理出了被遮掩的乌桓历史 , 以全新的角度揭示

了拓跋部曲折发展的历程 ,而且进行了深刻的理

论思考 ,从而为今后的古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一

条新的思路。

二

《拓跋史探》一书 ,无论在研究视野和思路上 ,

还是在史实考证和材料梳理乃至具体研究方法

上 ,都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。

首先 ,书中反复倡言 ,史学贵在创新。作者认

为 ,学术研究要集中力量到追求创新的努力方面 ,

减少重复劳动 , 增加原创性的探索。田先生希望 ,

经过若干年的积累 , 学界能够获得较多的突破 ,把

史学研究中的若干空白点、薄弱点多加填补、充

实 , 使之更为丰满 ,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。

这种务实的创新精神 , 在书中有着鲜明的体现。

例如研究子贵母死制度时会发现一个矛盾的现

象 ,这就是 , 以道武帝为基准上溯历史 , 史料反映

的是拓跋部有着母强立子的传统 , 实在看不到有

导致子贵母死的历史背景。显然要探究其中的奥

秘 ,就需要改变传统的思路。作者从道武帝本人

地位的变化 ,即建立北魏之前是拓跋部落联盟酋

帅 ,之后成为君主专制国家皇帝的强烈反差入手 ,

考察与“不令妇人后与国政 ,使外家为乱”的子贵

母死制度的关系 , 发现道武帝所以这样做不仅是

为了集中权力削弱母后干政的可能 , 而且是觉察

到母族后族背后的部族势力。“悟出这个道理 ,好

些疑点都可以纳入这个思路来逐一琢磨。” 98这

样 ,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再局限于拓跋部后宫狭小

的空间 ,而是放眼到了拓跋联盟内部关系这一更

大的场景。书中还从文化习俗和历史条件等方面

进行深入发掘 , 进一步从宏观上把握住了历史发

展的内核。“子贵母死 ,出现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

的一个特定阶段” , “它的出现 ,符合拓跋部摆脱无

序继承的纷扰以及巩固父子继承制度的需要;符

合进一步消除强大外戚部族干预拓跋事务的需

要;更为根本的是符合拓跋部从部落盟主地位上

升为专制国家皇帝的需要”59 , “这是从盛乐到平

城时期拓跋社会进化的一个侧影 , 其包括的历史

内核是:野蛮孕育文明”47 。前面已讲到《子贵母

死》和《贺兰部》 、《独孤部》等文虽各自成说 ,但实

际上是一个有机整体。三篇文章围绕着拓跋部向

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主线展开 , 个案研究为综合

研究服务 ,前后配合 ,其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。

其次 , 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。

作者将其归纳为:“一层一层剥笋 , 一环一环解扣 ,

走一步瞧一步 , 而不是先有基本立意 , 一气呵

成” 。106— 107历史研究 ,缺乏史料是一件苦恼的事情。

史料遗存少 ,“这就更需要我们有敏锐眼光 ,从史

料缝隙中找出由头 ,作合理的分析判断。越是史

料匮乏和纷乱无序的年代 ,越是要充分注意平常

视而不见 、弃置不用的针头线脑 ,千万不要在这些

零星琐碎的东西中 , 漏掉哪怕是片言只语的难得

材料” 96 。就是说 ,任何问题的研究除必须广占材

料和了解他人研究成果外 ,还要从常见的史书中

读出别人视而不见的重要材料。乌桓史料的稀

缺 ,是研究者习知的难题 ,且前人已对此投入了大

量心血 ,研究工作似乎臻于极致。不过 ,田先生发

现 , “前人使用过的资料 , 有些是对资料取其大旨 ,

而对其深层意义不一定都处处榨干用尽 ,因此牙

慧可拾之处往往而有。尤其是对《魏书·序纪》这

一篇在我看来是历代少数族古史中难得见到的珍

贵史料 ,利用还不算充分。我粗粗梳篦一过 ,觉得

还可用来写点文章” 111 。作者正是从最基本的史

料出发 , 挖掘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, 拨开迷雾 ,

步步深入 ,触摸历史 ,终于得出比前人更加深入的

见解。这就是作者所言的“层层剥笋” 。所谓“环

环解扣” ,是研读史料不但要读懂 , 而且要达到贯

通 ,即把有关的各种史料结合起来 ,发现隐藏其中

的内在联系。而“边走边瞧”则是倡导在研究过程

中能及时转换角度 , 善于由此及彼 , 不断开发战

场 ,扩大胜果。这一研究方法在《子贵母死》文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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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现得最为明显。当然 , 以上各种研究方法 , 都是

要在尊重史实、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展开 ,绝不能先

有一个基本预设 ,然后为我所需 ,任意裁剪扭曲史

料 ,填充构架。这就是作者反对在研究课题之时

“先有基本立意”的原因。

治史中往往有许多领域由于缺少资料而成为

“模糊区域” 。当然新史料的发现往往会提高对一

些历史问题认识的清晰度。可是 , 新史料并不是

所在皆有。史家的广阔视野和敏锐眼光 ,则一定

程度可弥补史料之不足 ,当然这需要史家具备对

已有史料透彻分析和反复比勘的功力。在研究中

还可能遇到旁证不少 ,结论依稀可见 ,却在某个环

节缺少直接的证据 , 这就需要作者加以适当的推

测。虽然逻辑上不可避免会出现“丐词”的问题。

作者认为 ,在“缺环”的情况下 ,合理的推论必不可

少 ,即使不能得出完全的结论 ,也可扩大视野 ,转

换视角 ,促进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,从而有助于推进

史学研究。作者在论述过程中 , 一般都随文指出

了某处是由于证据欠缺而进行的推论。《子贵母

死》一文就《魏书·天象志》记录关于刘皇后命运的

资料 ,联系子贵母死制度 ,推测对于如何处置刘皇

后道武帝是早有考虑的 ,而他本人在决策时曾经

历了精神世界的苦苦挣扎。

再次 ,注意细节 ,考证精审。田先生在探求历

史内部自身发展的脉络时 ,往往十分重视对细节

的认真考察 ,这在其代表作《东晋门阀政治》中体

现得十分充分。同样 , 在本书中也有类似的细节

考证。如史书中关于刘奴真和刘罗辰的记载错乱

乖舛 ,相互矛盾。作者通过耐心地研读相关史料 ,

发现奴真就是刘眷之子罗辰 , 奴真与罗辰只是音

译不同而已。联系独孤部更为广泛长久的部族关

系背景 ,拓跋对独孤以刘奴真为友 ,刘显为敌。最

后通过削弱刘奴真而实现了对独孤部的离散 , 可

见刘奴真是独孤部的代表 ,其独孤部的权力传承

是库仁—眷 ———显
—罗辰 ,刘显奔走后 , 独孤的代表只有罗

辰 ,故而奴真、罗辰必是一人。这段考证 , 贯通史

实 ,加以旁证 , 论述十分有力。另外 , 关于“惟氏、

维氏与祁氏”问题 ,通过大量征引相关史料和研究

成果 ,如《立界山石祠碑》 、《太平御览》 、《广韵》 、有

关正史及邓名世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 、郭仲产《秦州

记》 、马长寿《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》、

姚薇元《北朝胡姓考》 、陈连庆《中国古代少数民族

姓氏研究》等 , 从历史演变 、语言音韵学等方面进

行了论证 ,指出桓后姓氏祁、惟(维)属同音异字之

例。除上述文献和研究成果外 , 金石墓志材料还

有《石交录》 、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 、《金石萃编》 、《汉

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 、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》 、《山

西灵丘北魏文成帝〈南巡碑〉》 、《和林格尔汉墓壁

画》以及地志《水经注》 、《元和郡县图志》 、《读史方

舆纪要》 、《(嘉庆重修)大清一统志》等 , 皆在作者

征引范围之内。

大量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 , 是作者研究的起

点与基础。作者在使用这些文献和成果时 ,严格

遵守学术规范 ,一一标明出处 ,或注释 , 或补注提

示 ,分清自己与他人的学术贡献。这种优良的学

风 ,是值得我们大力提倡的。

三

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 ,

其观点或多或少都有可商榷之处。由于本书各篇

成文迟早不一 ,有些地方难免处理得不够协调 ,有

些提法的理由似乎不太充分。以下就笔者读后一

点感受 ,以就教于著者。

对于《魏书·序纪》史实的可信性 , 在《〈代歌〉、

〈代记〉和北魏国史》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。作者

认为 ,《序纪》是根据拓跋史诗《代歌》翻译整理而

成的《代记》演变而来的 , 曾经整理过《代歌》的汉

士邓渊恰好又是负责国史《代记》撰述的人。邓渊

死后 , 留下的早期国史《代记》成为崔浩修国史的

部分依据。《代歌》所保留的拓跋历史的原始资

料 ,正是邓渊、崔浩修国史的母本。我们同意作者

对《序纪》史料价值的肯定 ,但认为似乎又有点矫

枉过正。作者一方面承认其曾经“经过拓跋君主

有意筛选或部分改造” ,另一方面又坚持《序纪》是

“基本上经得起验证的资料” , 这种提法是否有些

自相矛盾呢? 拓跋祖先的事迹 , 在经过当权者的

反复过滤润色后 ,能留存下来的 ,会有多少不合于

历史的实情呢? 例如关于前秦灭代什翼犍被俘之

事 , 《魏书·序纪》所载就与《晋书》明显不同。周一

良先生通过对《宋书》 、《南齐书》等史籍考辨后指

出 ,魏收修史 , 史事本于北魏旧史 ,对于鲜卑祖先

的事迹多有含混之词 , 其中就有抹去了昭成帝什

翼犍被擒入长安及道武帝流放至蜀等史实之事。

从这一点来看 ,对于《序纪》史实的可靠程度 ,不宜

评价过高。使用材料时 , 还需仔细斟酌 , 有待于

与其他古史资料的相互印证。

田先生在考察拓跋与乌桓共生关系时 , 把铁

弗和独孤称为另一种类型的乌桓 , 这在立论上有

勉强之处。大量史料证明 ,铁弗和独孤不但都是

匈奴 ,而且同宗。虽经过与他族通婚 ,两部成员的

构成日益复杂 , 但始终是以匈奴人为主体。他们

也从来认为自己是匈奴 , 而不是乌桓。《魏书》卷

95《铁弗刘虎传》 :“铁弗刘虎 ,南单于之苗裔 , 左贤

王去卑之孙 , 北部帅刘猛之从子。 ……虎一名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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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孤 , 始臣附于国(指拓跋部), 自以众落稍多 , 举

兵外叛。平文与晋并州刺史刘琨共讨之 ,虎走据

朔方 ,归附刘聪 ,刘聪以为宗室。”刘虎举兵外叛事

发生在公元 309—310年间。《魏书》卷 1《序纪》穆

帝三年记此事云:“白部大人叛入西河 , 铁弗刘虎

举众于雁门以应之。攻琨新兴 、雁门二郡。琨来

乞师。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二万助琨攻之 ,大

破白部 ,次攻刘虎 ,屠其营落。”这些史料都没有把

铁弗称为乌桓。主张铁弗是乌桓的学者 ,所持的

证据是《资治通鉴》卷 87考异所引《刘琨集》的一

段文字:“乌桓刘虎构为变逆 , 西招白部 , 遣使致

任 ,称臣于渊。”其实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, 马长

寿先生在《乌桓与鲜卑》一书中将此句做如下标

点:“乌桓 、刘虎 ,构为变逆” 。马先生的断句处理 ,

更为合理一些。因为《晋书》卷 62《刘琨传》明示

刘虎事件发生时“雁门乌丸复反” , 说明乌桓人也

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卷入了刘虎之乱。再说 ,如果

刘虎自称乌桓 , 匈奴人刘聪自然不会将他“以为宗

室” ,故《晋书》卷 130《赫连勃勃载记》径直称刘虎

为“刘元海之族也”。《载记》还讲刘虎后人勃勃建

立政权 ,“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 , 国称大夏”。

勃勃还自诩:“朕大禹之后 ,世居幽朔 , 祖宗重晖 ,

常与汉魏为敌国。中世不竞 ,受制于人。逮朕不

肖 ,不能绍隆先构 , 国破家亡 ,流离漂虏。今将应

运而兴 , 复大禹之业。”他既 “耻姓铁弗” ,又不愿

意姓汉姓:“朕之皇祖 , 自北迁幽朔 , 姓改姒氏 ,音

殊中国 ,故从母氏为刘。 …今改姓曰赫连氏。”匈

奴人的意识何其强烈 , 哪有一点乌桓的痕迹? 独

孤的情况与铁弗类似。《魏书》卷 23《刘库仁传》:

“本字没根 ,刘虎之宗也。”田先生也证实:“《北史·

刘库仁传》称刘库仁为独孤。史家认为 ,独孤即屠

各异译。可知屠各一部分在朔方者自称铁弗 ,另

一部分居代北者则独擅屠各之名 , 只是在汉字中

异写成为独孤”150 。《晋书》卷 79《北狄匈奴传》:

“北狄以部落为类 , 其入居塞者有屠各族 , ……屠

各最豪贵 ,故得为单于。”屠各不一定“最豪贵” ,但

是匈奴 ,则毫无疑问。田先生认为独孤是乌桓的

理由是《晋书》卷 113《苻坚载记》 :“乌丸独孤、鲜

卑没奕于率众数万 , 又降于坚。”其实这句仍可将

“乌丸独孤”分开断句。因为此段史料还有下文:

“坚初欲处之塞内 ,苻融以`匈奴为患 ,其兴自古。

比虏马不敢南首者 , 畏威故也。今处之于内地 ,见

其弱矣。方当窥兵郡县 , 为北边之害。不如徙之

塞外 , 以存荒服之义。' ”可见这些降众中 ,给前秦

君臣感受最强烈的是其中有匈奴人。如果说 ,铁

弗还肯接受含有“胡父鲜卑母”意义的名号 ,而独

孤则比铁弗更加固执 ,他们始终坚守原有的族号 ,

不肯妥协。至于把《资治通鉴》卷 107晋孝武帝太

元十二年七月“燕主垂立(刘库仁子)刘显弟可泥

(刘亢泥)为乌桓王 , 以抚其众”这段史料 ,作为独

孤是乌桓的根据 ,理由也不充足。田先生详细地

论列了汉魏晋朝廷在代谷地区设立的护乌桓校尉

的职能:“护乌桓校尉既护乌桓 ,又护鲜卑 ,东汉已

是这样。西晋护乌桓校尉所护除乌桓、鲜卑以外 ,

有时更兼及北境他族。 ……各任校尉都有总绾北

方防务职能 ,具体行事则随北方部族形势变化而

有所不同。” 133 —134乌桓在汉代就是强大的部落 , 散

居塞内 ,东汉置护乌桓校尉领护 ,视乌桓为北方部

族之首 ,故以此名笼而统称之。十六国时期 ,各少

数民族政权沿袭中原王朝旧制 , 以乌桓之名代表

北部诸方杂胡。刘亢泥的“乌桓王”则等同于过去

的护乌桓校尉 ,这里的“乌桓王”类似职官称谓 ,而

非酋长名号。这就是为什么《魏书》卷 2《太祖纪》

又将刘亢泥称为广宁太守的原因 , 而广宁恰是西

晋护乌桓校尉所护的关键地区。总而言之 ,我们

期望田先生能将把铁弗 、独孤视为乌桓的理由论

证得再充分一些。

(曹文柱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, 刘小平系北京

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)

(责任编辑　　郑　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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